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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
形成 1861-1911》准确而敏锐地
将晚清从事“外交”事务者分为
两大类：一类是总理衙门大臣
以及章京，一类则是驻外公使
及其下属。前者大多都是科举
正途出身，无论是自我认同又
或是实际身份皆与传统士大夫
无异，“他们的日常工作、职业
生涯，与京中同僚并无异质差
别，并非自成体系”。后者即驻
外公使及其下属则往往出自纳
捐等异途，由地方大员保举上
位，却多思想变通、开放，常善
于仕事。

庚子之前，独立的职业外
交官培养体系并未在中国出
现。庚子之后，大清江山千疮
百孔，朝廷煞有介事地推行“新
政”，改革官制自然是首要任
务，而总理衙门终于变成了外
务部。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
凯上奏进一步提出：“仿照各国
遣使通例”以建立真正的职业
外交官体系。之后数年间，大
清外务部终于把出使大臣变为
实官，授予其更多权限并允许

公使在三年任期之后继续留
任，希望“俾终生为外交一途，
以尽其才”。

外务部的改革，在某种程
度上给了如陆徵祥这样青壮年
外交官在外自行其是的机会与
勇气，也使外交官群体自成体
系成为可能，更让他们能长期
免于国内政治掣肘与纷争。民
国创建后，陆徵祥曾回国担任
过外务总长、内阁总理，却始终
难以适应国内官场，“因长年驻
外，我缺乏应对这些问题的能
力，我只能让我的同事们去解
决。”最终，他决定尽其所能置
身于这些国内事务之外。

在渐成雏形的职业外交官
群体中，由于不同的经历、年龄
以及背景，个体间的差异很
大。既有激情的改革拥护者，
亦有守旧者。例如 1908 年尚
为留学生的顾维钧在游历伦敦
时，便见到了时任驻英公使、已
是知天命之年的汪大燮。这位
会试不第的晚清举人就依旧乐
于以传统士大夫的形象示人。
在青年顾维钧印象里，“当时所

有中国外交代表，特别是学者
派头的，都穿着中式服装，看起
来很显眼。汪接见我时，穿着
华丽的官服。”在清末的公使群
体中，如汪大燮这类“不新不
旧”者并不少。不过，即便在异
国他乡坚持身披蟒袍，但这些
外交官已不再排斥各类新知，
转而以拥抱的态度面对之。又
如顾维钧在感慨汪大燮仍坚持
穿华丽官服的同时，也发现他
同样在坚持学习英语。

通过李文杰的研究可以发
现，在清末民初的政局中，借助
一批职业外交官的努力形成了
一套不再依附科举制度，也独
立于混乱文官体制的外交官培
养体系。而这个体系培养出了
一大批优秀的外交人才。民国
建立后，外交部“名曰新造，实
为继承”，如胡惟德、陆徵祥这
批职业外交官成为民国初期外
交的主角，并明确提出：“凡是
办政治，尤其是外交，决不可用
外行。武人做外交官，只可认
为一时的变态。”这也就给了顾
维钧这样的后起之秀有了发挥

才华的外交舞台。
数十年后，顾维钧甚至非

常怀念民国初年这段属于外交
官的“黄金年代”，认为清末至
北洋时代，中国这批职业外交
官尤其是驻外公使的政治地位
极高。驻大国列强公使往往与
外交总长平级，政府对外决策
也非常看重公使们的意见。南
京政府成立后，职业外交官们
的地位反而开始下降，顾维钧
不由得感叹：以后的外交官已
沦为“单纯的政策执行者”。

然而，无论个人才能如何
出众，晚清以来的中国外交官
群体似乎总难以摆脱一种近乎
宿命的悲剧感。晚年出家成为
天主教修士的陆徵祥对这种

“悲剧感”有过自己的描述：外
交官们“徒劳地尽着其保卫国
家利益的职责：既无任何军事
力量，也没有像样的行政机构
来支持其修正那些不断加剧的
单方面不平等条约”。与此同
时，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促使中
国 真 正 进 入 国 际 社 会 的 努
力。 （沙青青）

新旧之间

近代中国外交官群体如何形成？
1905年，年仅34岁的陆徵祥被任命为大清驻沙皇俄国公使团的参赞，成

为晚清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之一。刚受朝廷提拔的陆徵祥所做的第一件大

事，既不是向北京上书感恩，也不是拜谢公使举荐，而是召集公使团内极为

年轻的外交官一道剪了辫子。同一年，陆徵祥被派往海牙，出任驻荷兰公

使。临行前，时任驻俄公使、顶着三品顶戴花翎的胡惟德善意提醒陆徵祥准

备一条假辫子，以免接待国内大员来访时，会出现场面尴尬的情况。

在海牙待了两年多后，陆徵祥奉调回国。晚年回忆那年回国经历时，他

曾讲过一段“插曲”：并没有直接到京师外务部报道，而是先去天津暂居，原

因是“待头发留长再进京”。结果，在多方斡旋及其本人争取下，陆徵祥被允

许可以不留辫子而到外务部报到。然而，之后拜见摄政王载沣时，他仍需拖

着一根假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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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重读陆徵祥的这段回
忆，或多或少会感到些许诧
异。身为大清驻外高官，青年
外交官陆徵祥却敢“大逆不道”
地剪了辫子。1907年回国后，
还可以继续在外务部正常当
差。而就在这一年夏天，清廷
刚铁腕镇压了“安庆起义”，处
决了徐锡麟与秋瑾。

在那段微妙的历史情境
中，晚清外交官似乎成为了一
个非常奇异而矛盾的群体。他
们一方面放眼看世界，另一方
面则受制于中国传统官场；一
方面趋向维新乃至革命，另一
方面则仍不得不为这个行将就
木的皇朝效力。而在清廷的整
个权力格局中，尤其是庚子国
难后，外交官群体已自成体系，
渐渐形成一套自我运行的政治
规则与身份认同，以至于可以
默许“剪辫子”之类行为的出
现。

在海内外学术界，研究中
国近代外交史者并不算少，但
大多聚焦于制度变迁、国际关
系演进，却鲜有人专门聚焦于
晚清外交官群体本身，探究如

陆徵祥这样的个体究竟是如何
培养、成长为职业外交官并担
负起近代中国外交重任的。《中
国 近 代 外 交 官 群 体 的 形 成
（1861-1911）》则让今人终有机
会全面了解这个“奇异而矛盾”
群体的形成过程，以及其如何
影响了近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
的走向。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向来
只有“天下”概念与“华夷之
辨”，而无所谓“外交”，绵延千
年的朝贡体系便是最直接的体
现。直至遭遇“三千年未有之
大变局”，才不得不重新打量这
个纷繁复杂的近代国际社会。
而无“外交”，也就不会有“外交
官”。

尽管已经见识过了洋人的
坚船利炮，但在当时清廷的认
知中，除了代表天子去册封、赏
赐又或是怀柔远人的钦差大臣
外，遣使外国往往是表达“恭
顺”之意，至少暗示了双方地位
之平等。因此除非万不得已，
绝不会轻易派使常驻外邦。于
是在鸦片战争后，英国等西方
国家长期是单方面派遣外交官

驻华，而清廷则可以“自我催
眠”般躲在“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的招牌下，将其解释为各国
对天朝上国的“恭顺”表现。直
到1877年（光绪三年），郭嵩焘
正式出任驻英公使，才算结束
了这种奇怪的外交局面。借用
中国外交史研究学者梁伯华的
话来说就是：“中国在形式上可
说是加入了近代国际社会。”

尽管形式上加入了近代国
际社会，但李文杰书中通过对
史实细节的详细考证提醒读
者，应意识到晚清外交官与他
们外国同行有着本质上的不
同：晚清驻外公使的全称为“大
清钦差出使大臣”，而西方所派
公使全称则是“特命全权公使”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后
者属于对外代表国家主权而全
权行使外交职权，而前者本质
上仍只属于一任三年为期的临
时性差事而已。换言之，清朝
的驻外“公使”们并未被授予

“全权”，也非实官，“在外一切
事宜，须与总理衙门协商，请旨
办理”。所谓“一切事宜”则是

无所不包，公使们稍不留心便
会惹上麻烦。

在此背景下，真正有志于
外交的晚清外交官们不得不谨
慎履职，尽管长期的旅外生涯
能让他们认知到世界发展的真
正潮流。1893年，23岁刚从同
文馆毕业的陆徵祥被派往大清
驻俄公使团。他曾经如此回忆
时任公使许景澄的教导：“许先
生教我的第一课，便是不要依
恋正在没落的体制，更不要去
追随它，也不要指责它，而是要
尽己责……为此，要学会缄默，
不 管 遭 遇 怎 样 的 侮 辱 和 欺
凌。”七年后，这位当时中国最
资深的外交官在社稷存亡之
时，最终还是打破缄默，冒死反
对“请攻使馆”的提议，痛陈：

“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
结果，却被盛怒的慈禧太后问
罪处决。临刑前，他依旧在履
行一位“外交官”的职责，希望
有识之士应尽早准备与列强议
和时的外交方案，留下了“各国
联军行将入都，事不堪问矣，日
后和约之苛不待言，君等当预
筹之”的遗言。

奇异而矛盾的群体

在谨慎履职中认知到世界的真正潮流

难以摆脱的悲剧感

徒劳地尽着其保卫国家利益的职责

顾维钧（1888－1985），中国近
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曾在
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就山东
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1945 年 6 月，
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
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
章》上签字。

许景澄(1845—1900)，清政府
中熟悉洋务的少数外交官之一，在
多次对外交涉中，处处力争，维护
国家权益。1900年因冒死反对“请
攻使馆”的提议被冤杀。1901 年，
迫于中外巨大压力，慈禧不得不为
他和其他几位被冤杀的大臣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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